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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模式的历史反思

陈 支 平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发生突变的重要时

期。15—17 世纪是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把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更为直接地碰撞
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 “世界史”国际性格局。而在中国，传统的
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得到延续和强化;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进步更多地体现

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层面上。面对西方商人与殖民主义者的东来，古老的中
国政治体制与民间社会，被迫衍生出相应的对应之道。这些对应之道，构成了明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发展模式。我们今天重新思索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发
展模式的历程，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明代的朝贡体系是最受近现代以来人们诟病的外交政治体系。朝贡体系无疑是明
代对外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基石，近现代以来，人们诟病这一外交体系的主要着

眼点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明代政府以朝贡体系的外交方式，把自身树立为 “天
朝上国”或“宗主国”的地位，把来往的其他国家，作为“附属国”的地位来处理。
第二，在明代朝贡体系之下的外交，是一种在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活动; 外国的来朝贡

品，经济价值有限，而明朝帝国赏赐品的经济价值，大大超出贡品的经济价值。
中国进入近现代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自身的迟滞发展，已经陷入落后

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许多西方人和日本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可以
随意宰割的无能国度。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探讨中国近现代以
前、特别是明代的朝贡外交体系时，就不能不带有某种蔑视的、先入为主的逻辑思
考，从而嘲笑明代的朝贡外交体系，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自以为是 “宗主国”的虚
幻政策。与此同时，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普遍热衷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氛围中，中国
的一部分学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带有某些蔑视性和嘲笑式的学术观点。因
此，近现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明朝朝贡体系的批评，存在着明显的殖民主义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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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英国的所谓 “日不落帝国”及其后的美国 “霸权主
义”，则很少受到世人的蔑视与取笑。

至于明代朝贡体系之下的外交是一种在经济上得不偿失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

受到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是否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
论的影响。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学者们，大多希望自己比较落后
的祖国，能够像西方的先进国家一样，走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历史发展规律可循

的道路。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是首先要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对外贸易
的高度发展。于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人们因此发现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
程中，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当然还包括海外掠夺，对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和社会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助力作用，反观中国传统的对外朝贡体系下的经济

贸易，得不偿失，未能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丝毫的帮助。这样一
来，明代的朝贡贸易体系，就不能不成为人们不断指责的对象。然而，这种从纯经济
的角度来评判明代的朝贡体系的作法，实际上是严重混淆了明朝的国际外交关系与对

外贸易的应有界限。

毋庸讳言，明代的朝贡外交体系，是继承了中国两千年来 “华夷之别”的传统
文化价值观而形成的，这种朝贡外交体系，显然带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虚幻观念成分在

内。然而，我们评判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的外交政策及其运作体系，并不能仅仅着眼
于它的某些虚幻观念和经济上的得不偿失，就武断地给予负面的历史判断。如果我们
要比较客观和全面地评判明代的国家对外关系，就应该从确立这一体系的核心宗旨及

其实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且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对外关系的历史事实，来进行比较

综合性的分析，才能得出切合明代历史真相的结论。

明代对外朝贡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和平共处的核心宗
旨之上的。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明朝开创者朱元璋及其儿子明成祖朱棣关于对外
关系的一系列谕旨，就不难看出。朱元璋明确指出: “四方诸夷，僻在一隅，皆限山
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
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
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① 洪武元年 ( 1368) 朱元璋颁诏于安南，

宣称: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
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从这个前提出发，中国对外关系总的方针，就是要 “与远
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②。在与周边各国的具体交往过程中，朱元璋本着

①
②

《皇明祖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64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第 167—168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年，第
750—7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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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的政策，主张“厚往薄来”。在一次与琐里的交往中他说道: “西洋诸
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① 明初所奉
行的这一系列对外政策和措施，充分体现了明朝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秉持的不使

用武力，努力寻求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之道的基本宗旨。
在建立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核心宗旨之下，明朝与周边邻近的一些国家，如朝

鲜、越南、琉球等，形成了某些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
宗主国与附属国关系的形成，更多的是继承以往历朝的历史因素。然而我们纵观世界
中世纪以来的其他地域中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时就可了解到: 世界各地及不同时

期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基本上是通过三种途径形成的。一是通过武力的征服而
强迫形成的; 二是通过宗教的关系或是大众民意及议会的途径形成的; 三是由于历史

文化的传承，自然而然的和平共处途径所形成的。显然，在这三种宗主国与附属国关
系的形成中，第三种即以和平共处方式形成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是最经得起历

史的检验和值得后世肯定的。明代建立起来的以和平共处为核心宗旨的宗主国与周边
附属国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值得后世肯定的对外关系。
明代的对外朝贡体系，对于外国的来贡者，优渥款待，赏赐良多。而这些朝贡

者，所带来的所谓贡品，更多是作为一种求得明朝中央政府接待的见面礼，可谓是

“域外方物”而已。因此，明朝朝贡体系中的外国贡品，是不能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
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定期、定额的贡赋混为一谈的。明朝朝贡体系中的所谓贡品，
是随意性的、猎奇性的成分居多，缺乏实际经济价值的。因此，如果单纯地从经济效
益的层面进行思考，当然是有些得不偿失的。但是这种所谓经济上的 “得不偿失”，
实际上被我们近现代时期的学者们无端夸大了。明朝政府在接待来贡使者时，固然实
行着“厚往薄来”的原则，但是无论是“来”，或是“往”，其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
是有一定规制的，基本上仅限于礼尚往来的层面之上。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明代
正常的朝贡往来中的 “厚往薄来”对于明朝政府的财政，产生过如何不良的影响。
即使有，也是相当轻微的。如果把这种 “得不偿失”与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战争的军
费相比，那只是九牛之一毛。万历年间在朝鲜的抗倭战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为了维持朝贡体系。
从更深的层面来思考，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是否正确，并不

能仅仅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得失的主要标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与国与国之间的
经济贸易关系，固然有其必然的联系，但是又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国际关系与贸易往

来是必须有所区分，不能混为一体的。在 15、16 世纪以前，欧洲国家的所谓 “大航
海时代”尚未来临的时候，在世界的东方，明朝可以说是这一广大区域中最大的国

①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六·琐里》，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84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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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为这一广阔区域的大国，对于维护这一区域的和平稳定是具有国际责任的。假
如这样的一个核心国家，凭借着自身的经济、军事优势，四处滥用武力，使用强权征
服其他国家，那么这样的大国是不负责任的大国，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不可能长久

存在的。从这样的国际关系理念出发，明朝历代政府所奉行的安抚周边国家、“厚往
薄来”，以和平共处为核心宗旨的对外朝贡体系，正是体现了明朝作为东亚广阔区域
核心大国的一种责任担当。事实上，纵观世界历史上所有曾经或现在依然是作为区域
核心大国的国家，他们在与周边弱小国家的和平相处过程中，由于肩负着国际关系与

维护地域局势稳定的义务和责任，在经济上必须承担比其他周边弱小国家更多的负

担，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换句话可以说，核心大国所应承担的政治经济责任，同
样是另外一种的“得不偿失”。但是这种 “得不偿失”，是作为一个区域大国在承担
区域和平稳定责任时所必备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时至今日依然目光短浅地纠缠在所
谓“朝贡体系”贸易中“得不偿失”的偏颇命题，那么显然就大大低估了明朝历代
政府所奉行的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准则。这种国际关系准则，虽然带有某些 “核心”
与“周边”的“华夷之别”的虚幻成分在内，但是这种国际关系准则在中国的历史
延续性，以及其久远的历史意义，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欣赏和思考。

二

明初政府所确立的以和平共处为宗旨的对外朝贡体系，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明朝与大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礼尚往来的友好关系。至明成祖朱棣时
期，史称: “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
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① 但是也有少数例外的国家，即东邻的日本，窥视明朝
富庶的物产财富，不断在沿海一带袭扰、抢掠。
日本对于明朝沿海地区的袭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种同

样也是具有长远历史传统的对应政策，即在对外实行优渥宽待、“厚往薄来”政策的
同时，在与此相联系的内政方面，则实行了比较严格的禁止 “交通外夷”的政策。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明朝海禁。其实，明朝海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闭关或禁止
海外贸易。所谓的明朝海禁，是指在一段时间之内禁止私人出海贸易谋生，不许私人
船只出海。一些著作中习惯指称明太祖朱元璋下令 “片板不许下海”。查阅文献，并
没有发现朱元璋说过这样的话。所谓 “片板不许下海”是后人在追述明朝海禁时使

① 《明史》卷七《成祖本纪》，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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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概括语。① 在明代前期的海禁中，主要是针对日本国的挑衅和抢掠，以及所谓
“海盗”的袭扰。明朝政府的主要思考点，在于确保社会环境的稳定和政治统治的
稳定。

明代前期的这种为了防倭、防海盗而导致的海禁，对于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来
讲，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一方面是在 15 世纪以前，世界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
家和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商业以及海外贸易在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微弱。规模有限的、以交易域外方物为主要商品的海上贸
易活动，基本上还是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到了 15 世纪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
的欧洲人，开始向世界的东方进发，“大航海时代”已经形成。这就使得 16 世纪之
后的明朝社会，被迫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 “世界史”的国际格局之中。② 16 世纪，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明代中后期，即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社会经济特别是商
品市场经济发展较快。而正是这个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步步推进，早期殖民
主义者跨越大海，来到了亚洲及中国的沿海，试图打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大门，谋取原

始积累上的最大利润。差不多在同样的时期，中国的商人们也开始萌动着突破传统经
济格局和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投身到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

由于当时的欧洲商人已经染指于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沿海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海

外贸易活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东西方争夺东南亚贸易权的竞争。明朝的沿海商人，以
积极进取应对的姿态，在东西洋海域扩展自己的势力，争夺海上贸易的权益。研究明
代后期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学者们普遍认为，17 世纪前后，中国的商船曾经遍布于东
南亚各地，从事各项贸易，东西洋海域的世界性贸易权益，基本上还是掌握在中国商

人手中。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欧洲陷入经济萧条，大西洋贸易衰退，以向中国贩卖商
品为主的太平洋贸易发展为世界市场中最活跃的部分。中国商品大量进入世界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生产技艺的革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中国商品
为 17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代中后期不仅是中国的商人们积极进取应对 “东西方碰撞交融”的时期，而
且还随着这种碰撞交融的深化，中国的对外移民也形成了一种常态的趋向。唐宋时
期，虽然说中国的沿海居民，也有迁移海外者，但是一是其数量有限而非常态，二是

尚不能在迁移的地方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华侨聚居地。而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外移民

①

②

毛佩琦: 《明代海洋观的变迁》，中国航海日组委会办公室、上海海事大学编: 《中国航海文化论坛》第
1 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年，第 257 页。
参见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学术月刊》201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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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形成华侨群体的年代，是始于明代中后期。
15—17 世纪，固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世界各地扩展的时期，从而逐渐推进了

“世界史”的涵盖空间。但是与此同时东方的明代社会，东南沿海的商人们以积极
进取应对的姿态，同样也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向海外延伸进展。这种双向碰撞交融的
历史进程，无疑在另一个源头促进了 “世界史”大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可以
说，15—17 世纪的中国明代社会，同样是推进 “世界史”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明代时期中国对 “东西方碰撞交融”的积极应对并不仅限于基层商人的层面，

在文化知识的层面，同样呈现出比较开放与包容的态势。以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为代表
的西方知识文化阶层，与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同样发生了碰撞与交融。在这
双重因素的交互推动下，明朝内部也出现了一股追求科技知识的新潮，产生一次小型

的科学革命。同样的，这一时期来华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们，也开始尝试把中国的典
籍翻译介绍到欧洲，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

即使是一贯秉持禁海政策的明朝政府，随着明代中后期中外贸易和交往的迅速增

强，到了隆庆、万历年间，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弛海禁，部分地开放沿海地区的
通海贸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于隆庆元年 ( 1567) ，在福建漳州月港公开征收贩洋
税饷，“准贩东西二洋”①。当然，由于传统政治的僵化和凝重性，明朝政府的这一政
策转变，显得十分的迟缓，但是它毕竟也在世界东西方的相互碰撞中，开始了艰难的

醒悟。海上贸易的不断发展，正是在世界 “大航海时代”来临而促使中国通海思潮
不断发展的基础。②

我们从明代中后期朝野不同阶层人们对于世界新格局转变所遭遇的 “大航海时
代”的应对不同态势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基层民众，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民众，远不
是我们以往在讨论自然经济形态下的那种固守土地、安土重迁的，可以比附于欧洲封
建制下的农奴般的农民，一旦有了适合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氛围，他们完全可以跟随世

界潮流的变化，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阶
层也是如此，一旦有了适合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他们同样也会与时俱进，革新自

己的思想，而不是像以往人们所认知的那样，抱残守缺、一成不变。对于封建王朝，

我们必须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明代中后期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变化，不能不对明王朝
的政治控制，产生某种触动。因此从政治社会环境看，我们应当承认当时确实存在某
种相对宽松、多元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包容不同思想文化思考与实践的氛围。入清

①

②

［明］ 张燮撰，谢方点校: 《东西洋考》卷七《税饷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31 页。
参见毛佩琦《明代海洋观的变迁》，中国航海日组委会办公室、上海海事大学编《中国航海文化论坛》
第 1 辑，第 262—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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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种社会环境基本消失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就在这种保守社会环
境的潜移默化中，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三

明代中后期，明朝政府对于民间贩海行为有所宽容、弛禁，但是政府以防倭、防
盗为核心的海洋政策，并没有做出根本的改变。因此，明代朝贡体系的政治外交，与
民间的贩运东西洋，不仅是各行其道，而且民间的贩海行为，还要不时地受到政府的

压制，这二者之间，始终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合力，共同作用于“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受到政府禁海政策的压制，明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得

不采用亦盗亦商的经营行为。在欧洲中世纪以至近代，西方的海商们也是普遍采取亦
商亦盗的武装贸易形式，并且具有更强的掠夺性和侵略性。所不同的是西方殖民者的
海盗行径大多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而中国海商集团的武装贸易形式，却是在明政府
的压制下不得已而为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东南海商的武装贸易形式虽然能够在明代
后期这一特定的历史空间中得以发展，但随着王朝的更替和政治环境的变化，终究还

是不能长期延续并且发展下去。中国的东南海商再也未能形成一支强大的、足以与西
方殖民者互为抗衡的海商武装力量，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这也是中国海商逐渐失去

东南亚海上贸易控制权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代朝贡体系的宗旨虽然在于奉行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和平共处，但是这种仅

着眼于政治仪式层面的外交政策，忽略了文化层面的外交交流 ( 这里所指的文化层

面，主要是指带有意识形态层面的诸如宗教、信仰、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等) 。而这种
带有政治仪式意味的外交政策，将随着政治的变动而变动，政治外交基本上是属于实

用性的，缺乏长远的延续性的。因此到了 17 世纪之后东亚以及中东的政治版图发生
变化时，中国对于南亚、西亚以至中东的政治影响力，就不能不迅速衰退。
从中国民间海商的行为看，东南沿海海商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抵御恶劣环境的

耐受力，使得他们的经济活动坚持了下来。特别是在对外移民方面，有着不断发展的
趋势。随着中国移民的向外扩展，以民间基层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下层文化，随之
进入华侨所到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得以传承和弘扬。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史的视野来
考察，我们可以说，明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两个层面与两种途径，即

由西方传教士及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到欧洲的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

化，以及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但是到了
清代中期即 18 世纪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不断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
“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维已经在西方社会牢固树立。欧洲一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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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逐渐失去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那种平等的敬畏之心。到了这个时候，大概没有多少
西方人愿意承认他们的高度文明思想跟远在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有瓜葛。时过境迁，
从 18 世纪以后，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影
响力大大下降，其对外传播的作用日益衰微。
反观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这一途径，

则在艰难跋涉中坚持传承了下来。中国商民向海外移民，随着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扩大
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网络化，其数量及所涉及的地域均比以往有所增长。经过数百年来
中华海外移民的艰难挣扎、不断传承，世界各地逐渐形成了具有显著特征的 “唐人
街”“中国城”。“唐人街”“中国城”里显现出中华文化浓郁气息的建构与特征，几
乎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建构与特征，正显示了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
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在海外的成功传播与发展。换言之，以往被人们所忽视
的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传播途径，实际上成为

了 18 世纪以后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主流渠道。①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模式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话题，本文提出了一些认识
与见解，期待得到学界的关注。

〔作者陈支平，1952 年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国学
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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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支平《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看明代的历史地位》，《古代文明》2011 年第 3 期。


